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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翻译界越来越重视开展译学理论研究，因为翻译事业的飞速发展呼唤着译学理论的有力指导。翻
译理论的更新与提高，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译学理论研究者必须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和原有的起点上开展研究工

作。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史》详细记述评说历代有代表性的译评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勾勒出中国译学理论的轮

廓，为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书基础之上，通过梳理中国译学理论流变的线条，总结各阶段译学理论的

主要特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旨在加强翻译爱好者的理论修养，提高实践能力；为译学理论研究者提供资料和管

见，促进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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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翻译界积极开展译学理论研究，并取得了明

显成果。但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更

新和提高翻译理论研究，必须以传统为基础，必须首先研

究中国传统译学史。陈福康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把中

国传统翻译史分为四个部分［１］。本文在这一背景下，总

结中国传统翻译史各阶段的主要特征、代表人物及其主

要思想。

１　中国古代的译论
远在原始社会，各氏族和部族之间就开始了交际和

融合的过程，然而已无文献可查。只有到周王朝，才留下

相关记载。中国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止于至清乾隆

年间。

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是从东汉末年至北宋

初年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

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是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翻译人员

主要是外籍僧人，翻译方法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

“硬译”，因此可信度不高，译者的译作没有产生大的影

响；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翻译

由私译转为官译；第三阶段在唐朝，是鼎盛时期，主要译

者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

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第

四阶段在北宋，是结束时期。

从佛经翻译开始，翻译家们就开始总结实践经验，探

索翻译规律。早期，翻译家们多用“质”和“文”作为翻译

的标准。“质”指的是“朴质”，即严格依照原文，不增不

减，即直译；“文”指“辞彩”，既对译文加以修饰，使文章更

为通达，即意译。早期“质派”的代表人物是。在中国，支

谦的《句法经序》是探讨翻译的第一本书。他提出“名实

不同，传实不易”和“因寻本旨，不加文饰”。支谦提到翻

译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这也是质派早期的翻译观点。

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道安继承和发扬了支谦的翻译思

想，主张直译但反对死译，对当时佛经翻译出现的死译现

象，总结出了著名的“五失本”和“三不易”的规律。他认

识到两种语言的不同，允许“五失本”，但这只是从形式上

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语的规格，没有从译文深层次的

表意上做出突破性理论。尽管如此，他的理论在当时还

是颇有影响力的，为许多译家所推崇，如隋代名僧彦琮。

现存的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辩证法》就是

彦琮的大作。他对翻译要求“十条”，对译者要求“八备”，

不光谈翻译还从翻译的修养方面谈，对提高翻译者自身

素质和翻译水平有重大意义。

“文派”代表后秦僧人鸠摩罗什主张“依实出华”，

“曲从方言，趣不乘车”，力求译文典丽，而又不损原意。

他的译作在当时是“众心惬服，莫不欣赞”，很受人们的欢

迎。玄奘则主张把直译和意译结合在一起，指出翻译“既

须求真，又须喻俗”，开创了中国佛经翻译的另一新天地。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０９
作者简介：伍　群（１９９１－），女，侗族，湖南怀化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实践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他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

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对于玄奘所做的贡献，印

度学者柏乐天称赞道：“他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

人，他的业绩将被全世界的人们记着。”［２］

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另一大特色是在明末清初的西

学翻译。翻译的主要内容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

义、古希腊哲学以及１７世纪自然科的若干发现。在此次

的西学翻译中，也有翻译家总结翻译规律。徐光启主张

翻译科技方面和哲学类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译作是

《几何原本》前六卷。此译作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完

成。他主张翻译必须做到真实且对当世有利；他还提倡

翻译要从哲学方法角论度着眼。严格地说，这一时期的

西学翻译，局限在上层的少数有识之士的圈子里，没有造

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只能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

２　晚清民初的译论
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这个时

期西学的传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

争到甲午中日战争，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已经逐渐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和保国保种成为第一要

务。人们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西方书籍

来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目的。林则徐决心通过学习西方技

术来提高中国的实力，他开始派人了解西方、翻译西方书

籍，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随后的洋务派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翻译范围主要限于实用知识，

应用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其最大的贡献是统一了科学

技术术语的翻译；第二阶段是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

甲午之战惨败，洋务运动破产，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

后，国势更加岌岌可危，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

开始觉醒：变法维新的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必须寻找

新的道路来保家卫国。这一阶段的西学输入运动随之带

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输入的内容，则以为当时政治服务

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为主，主要贡献是统一了译名以

及东学西渐［３］。

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业取得如此较快发展，与翻译理

论的不断突破是密切相关的。如马建忠、高凤谦、梁启超

等人，最早提出广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快译和译

日文书；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又带头号召翻译哲理书

和文学书，使翻译的格局更为宽广，呈现一派新的景象。

这一时期的译论也精彩纷呈，如有马建忠的“善译”说、梁

启超的“译书三义”、罗振玉的“译书办法八端”、胡以鲁的

“译名三端三十例”、严复的“信、达、雅”说等等。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作为中国介

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的“第一国手”，严复总结了大

量的实践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严复曾写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

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即译文忠实于原

文，不歪曲原作者的观点；达指译文语言通顺，流畅地表

达原作思想；雅指译文文字古雅，有文采。三者之间的关

系：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信、达、雅”翻译

标准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其次是被学术界奉为

“鸿儒”的梁启超，他的翻译思想有四：（１）“翻译强国”思

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

才”；（２）“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３）翻译

小说理论的影响；（４）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提出

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４］。梁启超十分重视总结古代翻译

理论，为译学史做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这一时期的中文西化交流，规模比明末清初巨

大地多，影响深远地多：翻译理论越来越成熟；翻译者从

集体翻译发展到单个人的翻译，译作更灵活多变；在译文

的语言上，白话文居多，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阅读

译作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但这一时期仍然没有出现翻译

理论专书，译论的形式主要是较短的序跋文章、长边论文

或条陈、建议。我国译学的进一步繁荣，还有待于一场真

正的思想启蒙运动。

３　民国时期的译论
１９１９年以后，受“五四”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翻译思

想进入转折时期，其特点如下：（１）取代了过去“豪杰”译，

任意增删等弊病，史译文更切合于原文，大大提高了翻译

质量；（２）译文大多采用了白话文；（３）着重于外国科学名

著的介绍；（４）开始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

作。这一时期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

家，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

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长足的发

展：鲁迅的翻译思想：（一）“易解、丰姿”双标准论———翻

译须兼顾两方面：求其易解和保存原作的丰姿；“移情、益

智”双功能说；（二）“宁信而不顺”；（三）“重译”和“复

译”；（四）翻译批评：“挖烂苹果”的思想；（五）“翻译应与

创作并重”的思想［５］。鲁迅的翻译思想几乎涉及了翻译

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大大推动了翻译

理论的发展［６］。“创造社”的挂帅人物郭沫若也对翻译理

论做出过重大贡献。“创作论”是他整个翻译思想的灵

魂。郭沫若首先指出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好的翻译等于

创作，进一步提出风韵体、共鸣说和生活体验论，最后强

调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这一时期的另一大家是

林语堂。在中国译学史上，他第一次最明确地将现代语

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

础［７］。基于以上两点，林语堂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

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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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堂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翻译思想作的新探讨，

对推进翻译理论具有很高的价值。

民国时期，只有短短３０年，但却是我国传统翻译思

想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为迎接其鼎盛时期的到来做好

了准备。

４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入鼎盛时期。文

艺学派创作的“四论”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四论”由

茅盾的“艺术创作性翻译论”，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式”

论，钱钟书的“化境论”和焦菊隐的“整体论”组成。

茅盾认为，对于文学作品，不仅要用明白畅通的译

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还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

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

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８］。他指出，艺

术创作性的翻译对文学翻译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傅雷极

为重视译者的专业修养，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和对

原作的“适应力”［９］。他继承前人观点，结合自身修养，总

结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钱钟书认为译本对

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

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的东西［１０］。“化境论”中的

“化”是翻译艺术的极致。焦菊隐提出“整体论”，他认为

翻译孤立的句子时，要辨清字和词的“相对价值”；翻译篇

章时，要注意“意念的联系”和“思想的过程”。“四论”标

志着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走向成熟，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

了光辉的一页。

但文革期间，译作很少，翻译研究基本停于现状；改

革开放初期，翻译研究也无较大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

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日益高

涨，翻译理论研究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是中西翻译思想相互影响的最大时

期。此阶段的研究原则是继承传统、借鉴西学、发展自

我。传统的翻译活动重视翻译原则与实践，而新时期的

翻译侧重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

要开展翻译工作研究，提高译学理论水平，就必须首

先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本文以时间为脉络，记述评说

了各阶段翻译思想的主要特点、有较大影响和意义的译

论家及其观点，有助于翻译爱好者的理论学习与翻译实

践，为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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